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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论人与物的异同、贵贱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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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对人与自然之物的异同多有研究，不仅把张载《西铭》所言“民胞物与”解读为“民同
胞，物则亦我之侪辈”，而且通过对《孟子》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的辩证以及把《中庸》 “天命之谓性”
解读为人与物都得自天所赋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又由于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而有人之性与物
之性的不同，从而提出所谓“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强调人与物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基
础上，朱熹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体现了一种
人与物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又是有差异的平等思想。这对于当今理解人与自然之物的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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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谐相处，所谓 “仁者爱人”，同时又尊崇
天地，并对自然有所研究，尤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然而，人与人、人与自然有着各自的差
异，儒家不仅要求和谐相处，更要从理论上讲清楚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宋代儒家在讨论人与人的异
同关系的同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做了较多的论述。尤其是朱熹较多地从人与自然的异同关系
中，强调人与物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以其气
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既讲人与物在根本上是平等的，又承认他们各自在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这种有差异的平等，既尊重人与物的特殊性，又强调他们的平等性，是对以往儒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
的一种新见解。
一、“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
人与自然之物的关系，是朱熹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他早年就说过:“天地生物，本乎一源，
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
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
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
人与物不得不异。”① 这里既讲 “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因而
“人与物不得不同”;又讲“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所以 “人与物不得不异”。后来，朱熹又将对
人、物异同的讨论，归于对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异同的讨论。他说:“人物之性本无不同，而气禀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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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异耳。”① 认为从本原上说， “人物之性本无不同”，但是就气禀而言，人之性与物之性不能
无异。
张载《西铭》讲“民胞物与”，对此，朱熹《西铭解》注曰:
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
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
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曰“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
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
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曰“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
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
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
强于外也。②
人与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天地之气为其体，天地之理为其本性。但是，在人与物之间，他们的体
虽然都来自天地之气，但却有偏正之不同;所以，他们的本性虽然都来自天地之理，但却有明暗之差
异。只有人得天地之正气，所以其心最灵，并且通过人心可以通达天地所赋予的完整本性，在天地之
间最为宝贵，因此，人与人之间称“同胞”，互相以兄弟相待。自然万物只是得天地之偏气，不能通
达天地所赋予的完整本性，所以与人不同，且不如人之宝贵;但是，他们的体和本性，与人一样，都
来自天地之理，因此，人称物为“同伴”，并像自己的同辈那样来对待。人与人是同胞，所以天下如
一家，人人如一人。人称物为同伴，所以对待天地之间的自然万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是有
情物还是无情物，都要根据其特殊性，合理地对待。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而不是外在的强加，才能
达到“参天地、赞化育”，发挥其全部的功用。
按照朱熹《西铭解》对“民胞物与”的注解所言，人与物为天地所生，人与人皆为同胞，人与
物皆为同伴，同时，人与物之间又存在着差别，人称物为 “同伴”而不能是 “同胞”。正如朱熹所
说:“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通是一气，初无间隔。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虽皆天地所生，而人独得天地之正气，故人为最灵，故民同胞，物则
亦我之侪辈。”③ 应当说，朱熹《西铭解》对“民胞物与”的注解，实际上是依照此前所谓 “人物之
性本无不同，而气禀则不能无异耳”的思想。
重要的是，朱熹还把对“民胞物与”的注解，与 “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并以此与墨家的 “兼
爱”相区别。他认为，就人与物都为天地所生，所谓“理一”，人与物之间又有差别，所谓“分殊”。
他说:“《西铭》一篇，始末皆是 ‘理一分殊’。以乾为父，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兹藐焉，
混然中处’，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④ 在朱熹看来，张载 《西铭》讲 “民胞物与”是
“理一”，而其中所包含的“爱有差等”是“分殊”，二者不可分割。他还说:“一统而万殊，则虽天
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
此《西铭》之大指也。”⑤ 朱熹认为，张载《西铭》所谓 “民胞物与”，既讲天下如一家，人人如一
人，又要与墨家的“兼爱”相区别;既讲亲疏有别、贵贱不同，又不致于自私自利，讲的就是 “一
统而万殊”，即“理一分殊”，而这正是“《西铭》之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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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朱熹的这一说法，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讲“理一分殊”，就是在讲人与自然万物都为天
地所生时，要避免把人与自然万物完全等同起来;在讲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差别时，要避免只重视人
而轻视自然，要看到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就人如何对待自然万物而言，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一
样，都为天地所生，自然万物为人之同伴、同辈，那么人就应当像对待自己那样善待自然万物;与此
同时，既然自然万物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人就应当根据自然万物的特殊性，合理地加以对待，
“若其性、遂其宜”。
二、人、物之性的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与朱熹讲“人物之性本无不同，而气禀则不能无异耳”不同，《孟子》明确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
的不同。据《孟子·告子上》记载，告子说:“生之谓性。”把人与生俱来的东西称为人之性，实际
上是把人的自然性称为人性;对于这一看法，孟子应对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白羽
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
与?”虽然孟子是针对告子所谓 “生之谓性”而言，认为讲 “生之谓性”，如同讲 “白之谓白”，忽
略了各种白色物之间的差别一样，忽略了犬之性、牛之性与人之性之间的差别。显然，在孟子看来，
讲人之性，就要讲人之性与动物之性的不同，而且人之性要高于动物之性。对此，朱熹 《孟子集注》
按曰: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
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
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
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
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①
朱熹认为，人与物都有得于天之理而有 “性”，并且又得于天之“气”而有形。人与物，以气言
之，既有相异之处，亦有相近之处;以理言之，因所禀受的气存在相异之处，所禀受的理也不同，因
而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孟子集注》还在注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曰:“人物之生，
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
为少异耳。虽曰少矣，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② 由此可见，由于 《孟子》强调人之性与物之
性的差异，朱熹《孟子集注》对于人与物、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异做了较多阐述。
然而，在十多年后朱熹写成的 《中庸章句》，则较为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本于一原，其注 “天命
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
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
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
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③
这段论述的意思是:“天命之谓性”中的 “性”，即作为宇宙之根本的 “理”。天化生人与万物，
以阴阳五行之气化生为人与万物的形体，并把 “理”赋予人与万物。于是，人与万物得以生成，以
天所赋予的理，成为人与万物所具有的 “健”“顺”“五常 (仁、义、礼、智、信)”之德，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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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性”。 “率性之谓道”中的 “率”，即 “循”，依照; “道”，就像道路。人与万物各自依照
“性”，而各有“当行之路”，这就是所谓 “道”。人与万物都有来自天之 “理”的 “性”和 “道”，
但是由于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人与万物的“性”和“道”并不相同而有过分与不及的偏差。“修道
之谓教”中的“修”，即“品节之”，而所谓“品节”，也就是“按品级而加以节制”。圣人根据人与
万物各有不同的“性”和“道”，按其品类等级的不同分别加以限制，做出规定，并以此为天下人所
效法，这就是“教”，如礼、乐、刑、政之类。
显然，朱熹《中庸章句》对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注释，强调人与物
都成形于天之阴阳五行之气，并禀受天之理而具有共同的 “天命之性”，人之性与物之性共同源自天
所赋之理，同时由于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人之性与物之性又不相同。《中庸或问》还说:“盖在天
在人，虽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则未尝不一;在人在物，虽有气禀之异，而其理则未尝不同。”① 这里
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具有共同的天所赋之理，认为人与物的不同只是在于气禀上的差异，与 《中庸
章句》是一致的。但是，《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对于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异同的阐述，较多强调人
之性与物之性本于一原，具有共同性，与朱熹 《孟子集注》所谓 “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
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认为人与物，气相近而理不同，较多
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异，似有冲突之处。为此，朱熹把 《孟子集注》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
同，与《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本于一原，做了综合。朱熹说: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
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②
朱熹既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本原于共同的理，因各自所禀受的气有 “粹驳之不齐”，人之性与物之
性而有“偏全之或异”，又认为人与物的形体来源于同样的阴阳五行之气，因而有相近之处，但由于
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人之性与物之性也不相同。这就是所谓“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
从文字上看，“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似互相矛盾，其实在朱熹那里是统一的。所谓 “理
同气异”，指的是人与物都本原于天之所赋的理与气，人之性与物之性本于一原，这就是 “理同”;
但是，由于气有粹驳之异，人与物对于气的禀受各有不同，人之性与物之性而有偏全之不同，这就是
“气异”。这里所谓“气异”，并不是指人与物的形体来源于不同的气，而是指来源于同样的阴阳五行
之气而所禀受的气有粹驳之异。所以，“理同气异”，其意在于:理同，因气禀之不同而理不同。所
谓“气同理异”，指的是人与物禀受同样的阴阳五行之气，因而在形气上有相近之处，但由于所禀受
的气有粹驳之异，人之性与物之性而有不同。这里所谓 “理异”，与 “理同气异”中的 “气异”之
意在于因气禀之不同而理不同，其含义是相通的。因此， “理同气异”与 “气同理异”，可综合为:
理气同，因气禀之不同而理不同。就本原而言，人与物都本原于同样的天之所赋的理与气，“理同”
且“气同”，就其气禀而言，因气禀之不同而理不同，这就是 “气异”，亦是 “理异”。而且，就气
禀之不同而理不同而言，又有所谓“气异理异”之说。按照以上这些说法，朱熹 《孟子集注》所谓
“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可
以理解为:人与物禀受同样的阴阳五行之气，因而在形气上有相近之处;但由于所禀受的气有粹驳之
异，人之性与物之性而有偏全之不同。这与《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共同源自
天所赋之理，人与物的不同只是在于各自所禀受的气存在差异，且由于这一差异而导致人之性与物之
性各有不同，并非冲突。
对于“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朱熹特别强调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程颢讲 “论性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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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据 《朱子语类》载，或问 “二之则不是”。曰:“若只论
性而不论气，则收拾不尽，孟子是也。若只论气而不论性，则不知得那原头，荀、扬以下是也。韩愈
也说得好，只是少个‘气’字。若只说一个气而不说性，只说性而不说气，则不是。”又曰:“须是
去分别得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尝不同，才落到气上，便只是那粗处相同。如饥
食渴饮，趋利避害，人能之，禽兽亦能之。若不识个义理，便与他一般也。”又曰:“…… ‘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须是存得这异处，方能自别于禽兽。不可道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与自家都一般。”①
在朱熹看来，辨析人与物的异同，必须既说性又说气，而不能只说性不说气，也不能只说气不说性。
人与物，其最初的本性是相同的，但由于气禀的不同而有差异，只有一些诸如 “饥食渴饮，趋利避
害”等方面的相同，而人之性与物之性则各有不同。这就是 “同中有异”。朱熹还说:“气相近，如
知寒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
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②
对于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同，朱熹则认为应当看到“异中有同”。他说:
“生之谓性”一章，论人与物性之异，固由气禀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气禀
之不同，而所赋之理固亦有异，所以孟子分别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尝言犬之
气、牛之气、人之气不同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一章，亦是如此……程先生有一处有隙中日
光之论，最为亲切，更须详味，于同中识其所异，异中见其所同，然后圣贤之言通贯反复，都不
相碍。③
朱熹又说:“孟子言‘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知人何故与禽兽异。又言‘犬之性犹牛之性，
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不知人何故与牛犬异。此两处似欠中间一转语。须着说是形气不同，故性亦少
异，始得。”④ 也就是说，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已经包含了人之性与物之性共同本原于
天之理并因其气禀之不同而天之所赋之理亦有差异之意，所以，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而
没有讲人与物的气禀之不同。也就是说，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是 “于同中识其所异”，
而要理解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则需“异中见其所同”。
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朱熹则 “异中见其所同”，又 “于同中识其所异”，把孟子所
言解读为人之性与物之性共同本原于天之理并因其气禀之不同而天之所赋之理亦有差异。从孟子讲人
之性与物之性各有不同，看到人之性与物之性共同本原于天之理，这是 “异中见其所同”;从人之性
与物之性共同本原于天之理，看到因其气禀之不同而天之所赋之理亦有差异，看到人之性与物之性各
有不同，这是“于同中识其所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所谓人之性与物之性
各有不同的思想，在《中庸章句》和《中庸或问》中较多从本原上讲人之性与物之性来源于共同的
天之理气，同时又讲由于人与物的气禀不同而有差异。
三、人、物的贵贱与平等
在稍早于 《中庸章句》的 《大学章句》中，朱熹注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曰: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
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⑤ 这里只是讲人之本心得乎天，“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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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所拘，人欲所蔽，而人与人之间产生差异。朱熹 《大学或问》则进一步论及人与物的异同，并且
与贵贱联系起来，说: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
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
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
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
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
者，而其性为最贵。①
在朱熹看来，人与物都为天之理和阴阳五行所造化，得天之理而有 “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同
时，人与物又都由气聚而有形体，所以，“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但是，“以其气而言
之”，人所禀之气“正且通”，物所禀之气“偏且塞”，因而造成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别，以至于贵贱
的差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 “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
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与以上 《孟子集注》所
言“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
是完全不同的。《大学或问》“以其理而言之”，是就本原而言，人与物本于一原;《孟子集注》“以
理言之”，是就现实而言，人与物因气禀之不同而理有不同。《大学或问》“以其气而言之”，强调人
与物的差异之处，《孟子集注》“以气言之”，强调人与物的相同之处，虽然都是就现实而言，但侧重
有所不同。
重要的是，朱熹《大学或问》把人与物的异同与贵贱相联系，既讲 “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
贱之殊，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这一论述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在朱熹看来，无人物贵贱之殊更为根本。朱熹讲理，往往与讲气联系在一起，讲理气不离
不杂，所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同时，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所谓 “理也者，形
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因此，“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
理比气更为根本，理是气存在的根据，有此理，气才能成其为气。所以，朱熹在讲 “以其理而言之”
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时，也就意味着“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更为根本，并由此派生
出“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也就是说，从根本而言，无人物贵贱之殊，或者说，不应当
有人物贵贱之殊，然而，就现实存在而言，人与物之间存在着差别，所禀受之气不同，而造成人之性
与物之性的差异，并有可能导致贵贱之别，人贵而物贱。但无论如何，在朱熹那里，理比气更为根
本，“以其理而言之”比“以其气而言之”更为根本，因此，讲无人物贵贱之殊，要比讲有人物贵贱
之别更为根本。
第二，在朱熹看来，讲无人物贵贱之殊，又不能不讲有人物贵贱之别;在现实上讲有人物贵贱之
别，又必须从根本上讲无人物贵贱之殊。二程曾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② 对
此，朱熹说:“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孟子只论性，不论
气，便不全备。论性不论气，这性说不尽;论气不论性，性之本领处又不透彻。”③ 可见，朱熹不仅
讲理气不离不杂，而且认为讲人物之性不能不讲气。所以，讲人物之性，既要讲二者本于一原，“以
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要讲气，讲所禀受之气不同而导致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异，“以其
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讲“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
者，而其性为最贵”。与此相对应，朱熹还讲 “天命之性”与 “气质之性”，认为 “天命之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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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指理言”;“气质之性”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① 还说:“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
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② 就 “天命之性”而言，无人物贵贱之殊;就 “气质
之性”而言，有人物贵贱之别。
问题是，朱熹所谓“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其中
的“贵贱”指的是什么?《易传》所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朱熹 《周易
本义》注曰:“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③ 朱熹还说:“‘天
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说天地，下一句皆说《易》。如贵贱是易之位”;“‘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此只是上句说天地间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贵贱之位也，故曰 ‘列贵贱者存乎位’。”④ 显然，
这里所谓“贵贱”，是指所处位置的不同。至于《易》之六爻的上下贵贱，朱熹说:“四二，则四贵
而二贱;五三，则五贵而三贱;上初，则上贵而初贱。上虽无位，然本是贵重，所谓 ‘贵而无位，
高而无民’。在人君则为天子父，天子师;在他人则清高而在物外，不与事者，此所以为贵也。”⑤ 在
朱熹看来，人之所以贵于物，在于不同于物。
据《朱子语类》载，某有疑问呈先生曰: “人物之性，有所谓同者，又有所谓异者。知其所以
同，又知其所以异，然后可以论性矣。夫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则是
其所谓同者;而二气五行，纟因缊交感，万变不齐，则是其所谓异者。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
必得是理，而后有以为人物之性，则其所谓同然者，固不得而异也;必得是气，而后有以为人物之
形，则所谓异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 《大学或问》因谓 ‘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
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有所不
能齐’者，盖以此也……”先生批云:“此一条论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讲及此者，亦已略为言
之，然不及此之有条理也。”⑥
由此可见，朱熹所谓“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其
中的“贵贱”，较多地是指人与物在理气上的异同，“同者，其理也;异者，其气也”。
关于人与物的异同，朱熹晚年指出:
二气五行，交感万变，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
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
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且如人，头圆像天，足方像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
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横生，草木头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间有知
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鸟之知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能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
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⑦
在这里，朱熹认为，人与物都是由阴阳五行之气所化生;因人得天地之正气、物受天地之偏气，
导致人与物在形态上的差异，而且，人能够 “理通而无所塞”，物则 “理塞而无所知”。这段语录为
朱熹门人沈僩“戊午 (1198)以后所闻”。不同于朱熹于淳熙十六年 (1189)完成的 《大学或问》
所谓“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这里只讲人与物因所禀受之气的不同而有差异，而不明确
讲有贵贱之别。
由此可见，朱熹《大学或问》所谓“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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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贵贱之别，就其内涵为人与物的异同而言，按照今天的语言表达可以理解为:人与物在根本上是平
等的，但在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在外在形态上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人
与物存在于天地之间，他们都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都具有存在的价值，这是平等的，不能以
为人与物之间存在差异而否定二者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是，人与物又有差异，同样也不能以为人与
物之间是平等的而否定二者的差异;所以，人与物的平等是有差异的平等，差异是包含平等的差异。
而且，在现实上，人与人的平等，也只能是一种有差异的平等。因此，朱熹 《中庸章句》通过对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注释而提出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所蕴含的人与自然
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其中的平等，是有差异的平等。
先秦儒家讲“仁爱”，讲亲疏有别、爱有差等;朱熹虽然讲 “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
但没有直接用“平等”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二字大量出现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佛
教明确讲“一切众生平等”，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平等。然而，佛教所谓 “平等”，是指没有差别的相
互等同，这就是佛教《法华经》所言:“我观一切，普皆平等，无有彼此、爱憎之心。我无贪著，亦
无限碍，恒为一切，平等说法。”可见，在佛教那里，“平等”就是无差别，所谓 “一切众生平等无
差别”①。朱熹出入佛、老，其所谓 “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与佛教 “一切众生平等”，
固然有相似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又讲 “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强调人与物因所
禀受之气的不同而导致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异。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朱熹为什么只是讲 “以其理而言
之”无人物贵贱之殊，而不直接讲佛教的“一切众生平等”。
先秦儒家讲亲疏有别、爱有差等，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同，人之性要高于物之性，强调有
人物贵贱之别;朱熹则把人物贵贱之别，解说为“以其气而言之”，而强调“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
贵贱之殊，这既是对先秦儒家讲有人物贵贱之别的继承，又有了根本性的发展，同时还可以由此推演
出具有现代生态学意义的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
先秦儒家讲爱有差等，孟子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同，人之性要高于物之性，强调人与物有贵贱
之别;佛教讲“一切众生平等”，但忽略了人与物各自的差异。朱熹则强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 “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体现了一种人与
物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又是有差异的平等思想。这种有差异的平等，既讲人与物的平等，又
强调他们各自的差异，是尊重人与物的差异性的平等，较为接近现代对于平等的理解，且蕴含着具有
现代生态学意义的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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